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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计时仪器，历代形制
不一，叫法颇多，以刻漏、漏刻、漏壶之称为
最。史载漏为黄帝所发明，《隋书·天文志》中
记载：“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
夜，其后因以命官，《周礼》挈壶氏则其职也。”
挈壶氏，即为掌漏刻的官员。唐代诗人李益“似
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宋代苏轼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其中“漏”就是指
刻漏，可见使用漏壶工具记录确切时间是人们日
常的生活需要。我国古代计时器诞生以来，经历
过类型、科学、技术、设计等多方面的长足发
展，直至式微。目前所见铜漏实物年代最早的在
西汉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考古出土的汉代刻漏
已有10余件，年代皆为西汉。西汉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被称为盛世的朝代，承秦而来，西汉时期
的社会相对稳定，综合国力强大，文史科技成就
交相辉映。陕西茂陵博物馆收藏的西汉铜漏壶是
迄今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有准确年代可考的最早的
漏壶，充分反映了西汉盛世时期高度发达的物质
文明，对研究我国天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茂陵博物馆藏西汉铜漏壶，于1958年陕西兴
平东门外砖厂内西汉空心砖墓出土，为西汉中期
器物。该铜漏壶外形完整，为圆筒形，素面，上
有提梁盖，下有三足，壶底端突出一个出水咀，
通高 32.3 厘米，壶盖直径 11.1 厘米、盖沿高 1.7
厘米；提梁梁高 6厘米；盖和梁的中央有正相对
应的长方形插尺孔各一个，长 1.75 厘米、宽 0.5
厘米，用以穿插有时辰的标尺。壶身口径10.6厘
米、高 23.8厘米。壶咀长 3.8厘米、口径 0.25厘
米，其内径为圆筒形，外为圆柱形，与壶壁连
接，呈漏斗状，水就是从这个咀水平流出。此外

在筒内出水咀处，还有一紧贴在筒壁上的云母
片，直径约 4厘米，呈不规则的圆形，这是否属
控制漏水的装置残片有待研究。

漏，指漏壶，刻，指箭刻，箭上有刻度，放
置在漏壶内以标记时刻。漏刻通常使用铜壶盛
水，又称为漏壶，滴漏以计时刻，故又称为“铜
壶滴漏”。众所周知，古人计时方法很多。比
如，圭表和日晷是通过捕捉测量太阳的位置来计
时，但晚上或阴雨天不能用。而沙漏、水漏等可
以独立提供时间标尺，和天文时间相映射，持续
呈报当前时刻，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计时工具，
弥补了它们的不足。在古代中国，漏刻的应用非
常广泛，不仅用于精确计时，还可以用于天文观
测、农业生产、工业制造等领域。比如，在农业
生产中，漏刻可以用来测量水渠的水流量和灌溉
的时间，确保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在工业制造
中，漏刻可以用来测量液体流量和时间，确保生
产过程的稳定和质量的稳定。

目前出土的汉代铜漏皆为圆筒形。从冶铸上
来说，筒形器物相对容易浇铸，技术在商周时已
臻于成熟，到了汉代更是积累了丰富的制造经
验。铜制筒形器可追溯至晚商，主要流行于秦
汉，汉代出土的各类日常用具中有诸多呈圆筒
形，比如量器、计时器、盛酒器、温酒器、盛水
器、粮仓、贮泥器、食物盛器等。筒形器周身直
圆，形似竹筒，是古人“法自然”思想、尚

“圆”造物观的外化表现。中国古人崇尚自然，
热衷于探索和认识自然，形成了“天人合一”

“天圆地方”的造物观，认为“地如鸡子中黄，
孤居天内”，《周易》则说“乾为天，为圆”。儒
家“中立而不倚”、道家“道法自然”、佛教“性
体周遍日圆，轮回周无穷”，这些思想观念似乎

与“圆”的图式相契合。汉代出现的诸多筒形
器，或许是“尚圆”观念的体现。

漏刻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因为当时没有机
械钟表或其他计时器具，漏刻成为唯一的精确计
时工具。与现代计时器具相比，漏刻虽然简单，
但是其精度却非常高。据考古学家研究，最早的
漏刻可以追溯到商代中期，大约是公元前16世纪
左右。当时，漏刻还很简单，只是用竹管制成，
而且只能测量较短的时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漏刻逐渐发展成为用铜制作的，可以测量较长时
间的计时器具。汉代以后，漏刻的体制和制作工
艺更加精细和完善，成为古代计时领域的重要代
表，已经开始被民间广泛使用。

汉代分昼夜为百刻，一刻合当今约 14 分 15
秒。其原理是依靠水的流动和容积的变化来计
时。在使用时，将带有刻度的箭插入箭舟之上，
置于壶内水中，当壶内水体流出或者外部水体流
入壶内从而引起水位变化时，带有刻度的箭就会
相应的下沉或上浮，通过壶口前后显示的刻度差
异计算出时间段或看壶口箭的刻度来记录时间。

东汉以来，历代都曾改革漏刻制，改百刻为
十二倍数，如九十六、一百零八、一百二十。到
清初《时宪书》施行后，正式将一昼夜百刻改为
九十六刻，一个时辰（两个小时）分八刻，一小
时为四刻，而一刻就是十五分钟，一直沿用至
今。古人利用“圭表”辨别南北方位、确定节气
和时刻；使用“日晷”观察日影方位变化来推算
一天的时间；改良圭表、日晷的缺点，运用漏壶
中水位高低变动来计量时间，这些简单而有效的
计时仪器，充分展现了先人的智慧。

唐代诗人温庭筠的诗句“铜壶漏断梦初觉，
宝马尘高人未知”生动地描绘了漏壶的运行声音

与时光的流逝，勾勒出古代人对时间流转的深切
感受。在唐代，漏刻的精度已经足够准确，每天
的误差仅为一分钟。考古发现，保存最完整的

“漏壶”为元代的铜壶滴漏，铸造于元仁宗延佑
三年 （1316），距今已有 706年的历史。应该说，
漏刻是古代科技中的一项重要成就，也是古代计
时艺术的杰出代表。

明末清初时期，外来先进的机械计时钟表传
入，由于机械钟表的技术、精确度得到广泛认
可，因此与机械钟表匹配的计时制度也随之得到
应用，并直接冲击我国千年以来应用的计时制度

“百刻制”。由于西方采用时制是秒、分钟、小时
的计时，并不存在“一刻”这样的概念，百刻制
就在西方传教士的建议下演变成九十六刻制。这
样的转换既能够应用在中国古代计时器上，也同
时适用于西式钟表、现代钟表。由于新型机械钟
表的精度较高，且传统百刻制并不能满足这样精
度的计时工具需要，传统百刻制被取代也是必然
的，当然其中具有我国独特时间制度的“刻”

“农历”等概念依旧保留并相互融合。
茂陵博物馆藏的西汉铜漏壶是古代计时工具

的典范之一，它设计精巧并富有美感。通过壶口
的刻度差异记录时间，使用箭和箭舟作为附件，
让人们能够准确地计时。尽管在现代计时器具的
发展中被淘汰，但漏刻仍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的发明和应用，推动了古代社会
的发展和进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印迹。不仅代表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创造
力，也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底
蕴和科技水平。在时间的长河中，铜漏计时，似
水流年，我们似乎听到了古老的钟声，却也见证
了演化中的计时之谜。

茂 陵 博 物 馆 藏 西 汉 铜 漏 壶 赏 析
魏乾涛

众所周知，现代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和
对象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宗教信仰、
价值观念等精神文化。精神文化的内涵包
罗万象，内容丰富，人文价值即是其重要
内容之一。人文即人性文化，强调人的主
体地位，“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性为本。
人文价值是尊重人性为本的价值取向，尤
其关注人的因素。先秦时期统治阶层神权
色彩浓厚，为把抽象的神权色彩具象化，
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无不烙上神权的印记，
通过各种器物展示神秘、威严的感官印
象 ， 营 造 畏 惧 服 从 的 心 理 暗 示 和 感 受 ，
实现神权压制人性的效果。这在两种社
会 制 度 之 交 的 秦 汉 时 期 体 现 得 尤 为 明
显，在此之前是神权压制一切，在汉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大环境下，虽
然需要借助宗教和神学的力量来加强和
维护统治，但同时也主张推行仁政，一
定程度上放松了人身依附关系，在考古
学视角上的突出表现是，器物的人文因
素逐渐凸显，神权因素不断消融，人文
价值日益显现。

盥洗器

盘
春秋裸体人形足青铜盘 （图 1），滕州市

博物馆藏，口部平直，腹部较浅，唇外折，
底平，附耳为曲体龙形，圈足外饰三个裸体
人形足。

这类铜器的数量不多，但广泛见于春秋
时期各诸侯国，山东地区的鲁、小邾、滕等
国都有发现。这类裸体人形装饰可能与某种
特殊的风俗习惯有关。器足上装饰的人物明
显为裸体，但其形象细节刻画并不清晰，从
其形象处理及充当器足的功能看，这类形象
代表的人物地位较低，该盘的使用者应为士
大夫以上阶层，裸体人应为奴隶，下半身膝
盖弯曲，以头部和肩部支撑底盘，一种压抑
感油然而生。此盘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社
会阶级压迫的状况，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
具”，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洗
古代日常盥洗用具，最早出现于战国，

盛行于汉代。器型为圆形，敞口，直腹或敛
腹，底较平，内底以双鱼纹较为常见，有吉
祥语或纪年铭文。

汉“君宜子孙”铜洗 （图 2），中国国家
博物馆藏，内地中间阳文篆书“君宜子孙”
四字，字左右各有一鱼形图案。

洗，出现在战国晚期，逐渐取代盘成为
盥洗用具，汉代最为流行。双鱼纹是洗具中
常见的装饰图案。这件汉代铜洗，没有了作
为其前身的裸体人形足盘较为复杂的铸造工
艺和繁复纹饰，突出强化了实用功能，弱化
了政治威压色彩。以双鱼纹点缀，鱼通

“余”，体现了人们向往人丁兴旺、多子多孙
的美好愿望；“君宜子孙”吉祥铭，更是体
现了一种人性关怀与精神寄托，一扫裸体人
形足盘的压抑阴霾的心理体验，给人一种世
俗化的心理感受。

刻划雕刻类器物

东周画像铜器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是 一 个 礼 崩 乐 坏 的 时

期，周室已衰，礼制崩解，国家进入无政
府状态，出现于春秋晚期的画像铜器，在
东周时期得到发展盛行。从器物纹饰来
看，出现了众多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和
叙事场景，是中国铜器纹饰从神话向自然
发展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它再现
的是礼仪场景，拙朴的图案是在诠释宗教
祭祀典礼等内容，在表现主题上仍离不开
祭祀主题，形式上却与传统纹饰大相径
庭，人代替动物沟通鬼神、天地，神权意
味依旧浓厚，仍是祭祀、宴飨中使用的礼
器，被赋予沟通天地、鬼神和彰显人伦的
使命，所展示的礼仪画面具有强烈的教化

和示范作用。
美国华盛顿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藏铜匜拓

片 （图 3），乐舞者表演的是手袖善舞的人
舞，两人或四人为一组。据 《周礼》 载：

“掌国学之政，教国子小舞。凡舞，有帗
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
人舞。以乐舞教国子：舞 《云门》《大卷》

《大 咸》《大 韶》《大 夏》《大 濩》《大
武》 ……率国子而舞。”关于国子，郑玄注
曰：“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公卿大夫家
的子弟到了适学的年龄，便入小学，“春秋
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 礼
制》）。更有大司乐和乐师教他们大舞和小
舞，且在大祭祀等仪式中由大司乐率领国子
而舞。

汉画像石
汉代绘画雕刻艺 术 趋 于 成 熟 ， 被 誉

为 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汉画像石在
雕刻技艺和内容上部分发扬和继承了东周
时期画像铜器的特点，但在人文精神的传
达上有着质的区别。汉画像石内容和题
材以平面化后的生活景象展现汉代人们的
生活状况，这种变化和两汉社会趋于稳
定、思想逐步统一的历史环境密切关联，
艺术领域的表现是走出神权和礼制的束
缚 ， 更 加 强 调 人 文 精 神 ， 关 注的重心由

“神”及“人”，一步步走出王榭亭台，走入
世俗百态。

汉杂技画像石，滕州市博物馆藏。从其
拓片 （图 4） 看，画面上部两侧各饰一朱
雀；中间为杂耍图，中部一立柱，左边两人
倒挂绳索，右边两人走绳索；立柱底部一侧
一人倒立；另一侧两人物，一人掷丸，一人
端坐。画面整体展现的是充满生活乐趣、轻
松愉快的娱乐活动场景。与先秦时期相比，
礼教色彩淡化，普通大众文化娱乐活动增
多，杂耍、射箭等体育活动走入日常生活，
折射出娱乐休闲的精神诉求，这与人们追求
自由的本性相一致，充分体现了“以人为
本”的观念，呈现了大众化、生活化的
特征。

梳妆用器

战国彩绘铜镜 （图 5），齐文化博物院
藏，铜镜背面施以颜料绘制龙形纹饰。此
种彩绘铜镜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战国晚
期逐渐减少，汉代初期基本消失。朱砂在
彩绘铜镜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是大部分彩
绘铜镜的主色调，其颜色鲜艳，商代之前
在信仰和仪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
道教用来画符驱邪的用品，镜上涂抹朱砂
意在强化其驱灾避难的作用，反映了人死
灵魂不灭的观念，这恰恰和战国中后期道
家、阴阳家、宗教巫术和神仙方术盛行相
关。总之，夸张的几何纹和动物纹饰，再
加上朱砂体现的神权色彩，表现了人对自
然、神灵的无奈、恐惧和敬畏，期盼超自
然力量的庇护。汉武帝之后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其他各派思想因被统治阶级摒弃
而受到压制，导致彩绘铜镜在汉代中期后
销声匿迹。

汉“长宜官 寿万年”龙凤纹铜镜 （图

6），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钮下穿孔处分别阳
铸“长宜官 寿万年”六字铭文，镜体中
心、钮外围有龙凤合体纹。龙凤合璧是商周
玉器常用图案，更是一种图腾符号，由商周
时期的对立关系发展到汉代的龙凤合体和谐
局面，寓意美满姻缘。作为一件普通的梳妆
用品，“长宜官 寿万年”六字铭文，完美表
达了老百姓祈求升官发财、长命百岁的朴素
愿望，龙凤合璧、龙凤呈祥更是锦上添花，
人文主义愿景和情怀跃然“镜”上。

祭祀或宗教用器

西周青铜面具
山东省滕州市姜屯镇庄里西村出土西周

青铜面具 （图 7），面具造型为兽首形，头上
两角向上凸起，两角之间起脊，双目怒视外
凸，口部左右獠牙硕大，獠牙上各有一穿
孔。青铜面具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由于生产力落后，出于对大自然力量的敬畏
和崇拜，商周时期尤为盛行巫傩之术，统治
者通过神秘的祭祀或巫术活动，意图营造一
种通灵的错觉，期望自身统治借助神的力量
得以加强巩固，同时显示他们和神的特殊关
系，让被统治者认为他们的统治是上天的旨
意。青铜面具应是用作宗教或祭祀活动的器
物，神秘、诡异，令人生畏，是一种通灵的
具象符号。

汉博山炉
博山炉专指仙山造型的熏炉，是普遍流

行的黄老思想、道教文化和熏香习俗融合的
产物。汉代统治者极为推崇长生不老之术，
博山炉正是此种社会风气下的产物，并成为
汉代香炉的经典器型。

青铜骑兽人物博山炉 （图 8），河北满城
汉墓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器物由炉
盖、炉身和底盘组成，底座盘心有一力士，
左手按压兽首，右手托举器身，炉盖为镂雕
博山造型，纹饰分上下两层：下层有野兽、
朱雀、骆驼、树木等；上层为山峦叠嶂造
型，山间有野兽出没、人驾牛车等场景。

这件博山炉是西汉道教文化盛行的写
照，人物占据器物最大体量的灯座部位，
彰显着强烈的人文意向。张牙舞爪的神兽
形象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底盘中心的
人物形象，显示人力对大自然力量的掌
控，以一手之力托举整个道教仙山，隐喻
通过某种人的力量即可到达理想中的世
界，是修道思想和行动的高度统一，暗示
人的力量是可以控制世界的，此处的最强
力量是人而不是神。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阶段，以秦汉
为分界点，其前后的两个发展时期，“器”
作为人文价值的集中和具象载体，是承载人
类思想及价值取向的终极躯壳。两周、秦汉
时期，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在社
会、思想、伦理观念的作用下，逐步由神秘
走向日常和世俗，于各类器物上的表现尤为
明显，从器物的造型、纹饰及其所要传达的
要素和含义来观察，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日
益占据主流地位，一扫先秦时期王权伴随神
权笼罩的阴霾，中国社会和历史逐步进入一
个世俗化发展的新阶段。

从 神 秘 走 向 日 常
——两周秦汉之际人文价值转向的考古学观察

魏尊宇 孙兵图1

图2

图3

图6

图4

图7

图5

图8


